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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市域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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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对指导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省 １４ 地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终端能源消费数据，运用 ＩＰＣＣ 提供的参考方法和对数平均迪氏指标分解模型（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 ＬＭＤＩ）对湖

南市域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及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

湖南市域碳排放量随时间变化趋势不一，大致呈 ３ 种类型变化；累积碳排放量居前 ３ 位的市域依次是娄底、岳阳和湘潭，三者累

积碳排放量占全省同期的 ４８．９２％，而吉首、张家界和怀化 ３ 市的累积碳排放量合计仅占全省的 ２．５９％。 ２） 湖南市域能源消费

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存在相似的空间差异，二者均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碳排放量高的市域，人均

碳排放量也较高；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属于低强度区的市域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
个，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分布与市域产业类型有关。 ３） 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增长主要起抑制作用，但能源结构的贡献

很小，碳排放量的降低主要是由能源强度引起的；经济发展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两

个时段其累积贡献值分别为 ７４．２８５ 和 ２７．５７９；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驱动较小，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对碳排放增加产生的累积贡献

值仅为 ２．２５２。 湖南当前及未来碳减排的重点是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与提高能效并重，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战

略层面促进湖南“四大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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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气候变化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对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１］。 ＩＰＣＣ 第四次评估报告

认为，过去 ５０ 年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９０％以上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有关，而传统的化石能源消费产

生的 ＣＯ２等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２］。 因此，降低 ＣＯ２等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进

程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 我国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导
致化石能源消费长期处于高位增长态势，由此引发能源消费碳排放迅速增长。 据 ２０１２ 年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
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已于 ２００７ 年的 ６０．３７×１０８ ｔ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

国［３］。 尽管目前尚未被列入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批限定的碳减排国家的行列，但中国碳排放问题却引起了世

界各国的关注。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承诺到 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量在 ２００５ 年的基础上下降

４０％—４５％，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
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碳排放驱动因素和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以及

碳减排路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４⁃１６］。 彭觅等［１２］采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３０ 个省份的能源消耗、工业产业、交
通和生活数据，从省域层面上分析了碳排放总量和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量的空间差异和变动情况。 李国志等［１７］

对我国 ３０ 个省份 ＣＯ２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将其分为低排放、中排放和高排放 ３ 个区域并进行比较，发现 ３ 个

区域的 ＣＯ２排放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差异性不断扩大。 原嫄等［１８］基于多国数据，对全球尺度下产业结构对区

域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第二产业份额对碳排放的影响强度为恒正值，而服务业的影响强度则逐步

降低。 谭丹等［１９］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 ３ 大区域生产总值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而

解释了碳排放存在差异的原因。 李卫兵等［２０］基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驱动因

素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人口、富裕程度、第二产业发展和能源强度都会对碳排放产生影响，而城市化水

平、第三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ＥＫＣ 曲线不适用中国的碳排放和经济发展水平。 蒋金荷［２１］利用对数

平均迪氏指标分解模型（ＬＭＤＩ）定量分析了影响中国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碳排放变化的因素，指出影响碳排放变化

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发展。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等［２２］也采用 ＬＭＤＩ 法对美国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的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发
现人均 ＧＤＰ、能源结构、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Ａｎｇ［２３］利用分析架构模型对中国 １９５３—２００６ 年

碳排放进行了研究，认为技术转让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化石能源消耗增

加、收入提高以及贸易开放广度对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 也有多位学者开展了湖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研

究［２４⁃２７］。 如赵先超等［２５］基于碳均衡视角，利用碳排放、碳吸收、净排放测算模型，估算模拟并分析了湖南省碳

排放与碳吸收的时空差异，得出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是湖南省最主要的碳源；黄诚和陈晓红［２６］ 在扩展 Ｋａｙａ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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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等式的基础上，运用 ＬＭＤＩ 模型和 ＤＰＳＩＲ 框架对湖南省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并构建

了测度湖南省碳排放的脱钩效应指数；尹向飞［２７］利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扩展模型，基于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 年数据探讨了人

口、消费、年龄结构和产业结构对湖南省碳排放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尽管上述成果对湖南市域碳排放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东中西

部三大区以及单个的省份［１６，２ ８⁃３５］，而且关于湖南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相关分析也并不十分深入，不能具体

反映某个市域的碳排放特征。 而我国区域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人口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

空间差异，即使在省域内部也存在显著的不同。 因此，较粗的碳排放数据难以精确反映区域格局特征，更不利

于寻求合理的碳减排政策的制定。 而对区域碳排放格局的研究来说，细化到市域尺度既是制定差异化精准减

排政策和目标的需要，又是对现有碳排放研究在更小尺度上的延伸。
湖南作为中部六省之一，位于中国中南部（１０８°４７′—１１４°５′Ｅ，２４°８′—３０°０８′Ｎ），地处长江经济带腹地，辖

长沙、株洲、湘潭、常德、益阳、娄底、邵阳、衡阳、岳阳、永州、怀化、郴州、张家界和吉首等 １４ 个地市，既是我国

中部地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是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湖南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和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将会明显增加。 而

湖南缺煤少油少气的事实和环境现状，要求湖南走低碳高效的绿色发展之路。 然而，湖南各市域经济发展、产
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等差异较大，碳排放格局也明显不同。 因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查清各市域

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便有针对性的提出与该地区相适应的碳减排政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措

施。 本文借助 ＩＰＣＣ 提供的碳排放估算方法和 ＬＭＤＩ 模型，分析湖南市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的碳排放时空格局及

其驱动因素，对发展绿色湖南、建立一套适合两型社会的碳减排策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碳排放量估算

利用《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提供的基准方法，根据各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消耗的 ８ 种

化石终端能源（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的消耗总量估算湖南各市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因 ２００８ 年以前湖南市域尺度的能源消耗数据难以获取）的 ＣＯ２排放量（未考虑加工与转换的火力发电、
供热、炼焦和炼油导致的碳排放及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下文述及的碳排放均指 ＣＯ２排放），其计算公式如下：

ＣＥ ＝ ∑
ｎ

ｉ ＝ １
Ｅ ｉ × ｅｉ × ｐｉ × ４４ ／ １２ （１）

式中， ＣＥ 为市域各类化石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 Ｅ ｉ 为第 ｉ 类化石能源的消耗量； ｅｉ 和 ｐｉ 分别为第 ｉ 类化

石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和碳排放系数（取自 ＩＰＣＣ 参考值）； ｎ 为能源种类，
４４ ／ １２ 表示 ＣＯ２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８ 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计算参数如表 １。

表 １　 ８ 种主要化石能源的碳排放计算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８ ｍａｉｎ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ｓ

能源类型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ｙｐｅｓ

原煤
Ｒａｗ ｃｏａｌ

焦炭
Ｈａｒｄ ｃｏｋｅ

原油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汽油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煤油
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柴油
Ｄｉｅｓｅｌ ｏｉｌ

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天然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折标 准 煤 系 数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１０４ ｔｃｅ ／ １０４ ｔ）

０．７１４３ ０．９７１４ １．４２８６ １．４７１４ １．４７１４ １．４５７１ １．４２８６ １．３３００

碳 排 放 系 数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１０４ ｔ ／ １０４ ｔｃｅ）

０．７５５９ ０．８５５０ ０．５８５７ ０．５５３８ ０．５７１４ ０．５９２１ ０．６１８５ ０．４４８３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８ 种化石能源消耗数据、人口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均来自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市域空间数

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１∶４００ 万数据库；各市域经济数据按 ２００８ 年不变价进行计算，以剔除价格因

素变动产生的影响。

３　 ７ 期 　 　 　 刘贤赵　 等：湖南市域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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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方法

为探讨湖南市域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以及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作者基于 Ｋａｙａ 恒等式将湖南各市

域碳排放总量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ＣＯ２ ＝
ＣＯ２

ＰＥ
× ＰＥ
ＧＤＰ

×ＧＤＰ
ＰＯＰ

×ＰＯＰ （２）

式中，ＰＯＰ、ＧＤＰ、ＰＥ 和 ＣＯ２依次为人口总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即上述 ８ 种终端能源）和碳

排放量。 令 Ｆ＝ＣＯ２ ／ ＰＥ，表示能源结构水平；Ｔ＝ＰＥ ／ ＧＤＰ，表示能源强度；Ｇ＝ＧＤＰ ／ ＰＯＰ，表示经济发展水平；Ｐ
＝ＰＯＰ，表示人口规模。

定义从基年（用 ０ 表示）到 ｔ 年的碳排放量变化值为总效应（ΔＣＯ２ｔｏｔ），根据无残差项的 ＬＭＤＩ 模型，将碳

排放总效应 ΔＣＯ２ｔｏｔ可分解为其它因素不变情况下的能源结构（指一次和二次能源）效应（Δ ＣＯ２Ｆ）、能源强度

效应（Δ ＣＯ２Ｔ）、经济发展效应（Δ ＣＯ２Ｇ）和人口规模效应（Δ ＣＯ２Ｐ）引起的碳排放变化，用式表示如下：
Δ ＣＯ２ｔｏｔ ＝ＣＯｔ

２－ＣＯ０
２ ＝Δ ＣＯ２Ｆ＋Δ ＣＯ２Ｔ＋Δ ＣＯ２Ｇ＋Δ ＣＯ２Ｐ （３）

其中，Δ ＣＯ２Ｆ、Δ ＣＯ２Ｔ、Δ ＣＯ２Ｇ和 Δ ＣＯ２Ｐ分别计算如下：

能源结构效应： Δ ＣＯ２Ｆ ＝（
ＣＯｔ

２－ＣＯ０
２

ｌｎ ＣＯｔ
２－ｌｎ ＣＯ０

２

）×ｌｎ Ｆｔ

Ｆ０ （４）

能源强度效应： Δ ＣＯ２Ｔ ＝（
ＣＯｔ

２－ＣＯ０
２

ｌｎ ＣＯｔ
２－ｌｎ ＣＯ０

２

）×ｌｎ Ｔｔ

Ｔ０ （５）

经济发展效应： Δ ＣＯ２Ｇ ＝（
ＣＯｔ

２－ＣＯ０
２

ｌｎ ＣＯｔ
２－ｌｎ ＣＯ０

２

）×ｌｎ Ｇｔ

Ｇ０ （６）

人口规模效应： Δ ＣＯ２Ｐ ＝（
ＣＯｔ

２－ＣＯ０
２

ｌｎ ＣＯｔ
２－ｌｎ ＣＯ０

２

）×ｌｎ Ｐ ｔ

Ｐ ０ （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湖南市域碳排放的时间格局特征

图 １ 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各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根据增长速率和碳排放

量变化的差异可划分为 ３ 种类型：①高速增长型（图 １ａ），初始碳排放量大，中后期维持高排放，碳排放年均增

长率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３７％），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代表市域为岳阳（年均增长率 ７．１４％）、
娄底（年均增长率 ９．０２％），其中娄底碳排放量在 ２０１３ 年占全省的 ２２．４８％；②中速下降型（图 １ｂ），初始碳排

放量较低，随后呈中速下降趋势，碳排放为负增长，代表市域为怀化（年均增长率－６．１５％）、吉首（年均增长率

－５．０７％）和邵阳（年均增长率－４．６７％）；③先升后降型，即以 ２０１１ 年为分界点，在此以前碳排放量呈增加趋

势，而在此之后则呈减少趋势（图 １ｃ），碳排放年均增长率变化在 ０．２９％—７．８３％。 根据初期碳排放量的差异，
该类型又分为 ３ 种情况：一是初始碳排放量较大，随后中低速增加，中后期下降但维持在较高排放，代表市域

有湘潭（年均增长率 ３．８８％）、衡阳（年均增长率 ２．３７％）和郴州（年均增长率 ４．７２％）；其次是初期碳排放量中

等，随后低高速增加，中后期下降但仍维持中等排放，代表市域有长沙（年均增长率 ０．２９％）、株洲（年均增长

率 ３．３９％）、常德（年均增长率 ７．８３％）和益阳（年均增长率 ２．９４％）；三是初期碳排放量低但随后中速增加，中
后期下降且维持低排放，代表市域为张家界（年均增长率 ４．６３％）和永州（年均增长率 ４．０３％）。

从累积碳排放量来看（表 ２），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累积碳排放最高的是娄底，其次是岳阳，湘潭以

１３５５０．６×１０４ ｔ 位居第三，三者累积碳排放总量占全省同期累积碳排放总量的 ４８．９２％；累积碳排放靠后的 ３ 个

市域依次是吉首、张家界和怀化，它们的累积碳排放量合计为 ３３５１．０×１０４ ｔ，仅占全省同期的 ２．５９％。 能源消

费碳排放量的高低一般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娄底、岳阳、湘潭 ３ 市累积碳排放量较大与其传统的钢铁、石
化、有色冶金等高耗能产业导致的能源消费量居全省前列有关。 如 ２０１３ 年娄底、岳阳、湘潭规模工业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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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省各市域碳排放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３

源消费量分别为 １０９７．０２×１０４ ｔ、１０２９．３５×１０４ ｔ、６５４．８５×１０４ ｔ 标准煤，分别占全省规模工业能源消费量比重的

１６．３％、２２．６％和 １５．３％［３６］，而在有碳排的能源中，煤炭的碳排放系数仅次于焦炭（表 １），从而导致娄底、岳阳、
湘潭的累积碳排放量较高；张家界、吉首与怀化多为旅游型城市上，支柱产业多为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经济

发展对耗能产业的依赖较小，使得该区域成为湖南省碳排放的低值区。

表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化石能源消费累积碳排放量（１０４ 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长沙 株洲 湘潭 衡阳 邵阳 岳阳 常德 张家界 益阳 郴州 永州 怀化 娄底 吉首

７８７８．７ ７８５３．９ １３５５０．６ １２９５１．１ ２８２６．０ ２３６３７．９ ７８６８．９ ５５６．２ ６６９８．７ １３０２６．７ ２５６７．３ ２２７３．６ ２５９４１．３ ５２１．２

２．２　 湖南市域碳排放的空间格局特征

为揭示湖南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对计算获取的湖南市域碳排放横截面数据进行分类归档，
并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制图，分别对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碳排放总量、市域人均碳排放量和市域碳排

放强度进行空间格局分析。
２．２．１　 市域碳排放总量的空间格局变化

图 ２ 结果显示，湖南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碳排放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格局。 从

２００８ 年各市域碳排放量来看，碳排放量最高的是岳阳（３４９２．３×１０４ ｔ），其次是娄底（３３９０．０×１０４ ｔ），二者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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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分别属于超重型和重型；长沙（１３１８．０×１０４ ｔ）、株洲（１１０４．８×１０４ ｔ）、湘潭（１９５９．６×１０４ ｔ）、衡阳（１８０４．３×１０４

ｔ）、郴州（１８４９．６×１０４ ｔ）碳排放属于中型，邵阳、怀化、永州、吉首、常德、益阳与张家界的碳排放量处于 ７６．９—
９６０．２×１０４ ｔ，明显低于全省平均值 １３０７．４×１０４ ｔ，属于轻型碳排放，碳排放量最低的为张家界（７６．９×１０４ ｔ）。
２０１３ 年除长沙、怀化、吉首等市域外，多数市域碳排放较 ２００８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娄底碳排放量

由原来的重型跨入超重型，湘潭、郴州两市则由中型碳排放转变为重型碳排放，常德、益阳由轻型碳排放转变

为中型碳排放。 除中型碳排放的市域数量保持不变外，轻型碳排放的市域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７ 个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 个，重型以上碳排放的市域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４．３％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６．６％，这与部分市域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以

及在追求经济增长时过度依赖消耗化石能源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高排放有关，同时也暗示湖南碳

减排的形势不容乐观，进一步削减碳增量、控制碳总量将是湖南较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图 ２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空间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３

２．２．２　 市域人均碳排放量的空间格局变化

人均碳排放是反映人口对有限碳排放空间占有程度的指标，能体现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公平性［３７］。 图

３ 显示，湖南省人均碳排放也存在明显的市域差异，总体上表现出与市域碳排放量相似的空间格局，即人均碳

排放量显示出东高西低的特征。 ２００８ 年，娄底的人均碳排放量最高（８．１０ ｔ），其次是湘潭（６．６７ ｔ）、岳阳（６．６４
ｔ），人均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全省 １４ 地市的平均值（２．７１ ｔ），属湖南省人均碳排放高值区；而湖南西北部、西部

以及西南部，市域人均碳排放量普遍较低，常德、吉首、张家界、怀化、邵阳和永州 ６ 市的人均碳排放位于 ０．３５
ｔ—１．６５ ｔ 之间，明显低于全省平均值，属湖南人均碳排放低值区，最低值出现在湘西的吉首（０．３５ ｔ）；益阳、长
沙、株洲、衡阳、郴州 ５ 市的人均碳排放量处于 １．８６ ｔ—３．７１ ｔ 之间，围绕平均值上下波动，属湖南人均碳排放

中值区。 ２０１３ 年市域人均碳排放空间格局基本未发生变化（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但各市域之间人均碳排放的差

异性明显加大。 如娄底的人均碳排放量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８．１ ｔ 增加到 １３．６ ｔ，而吉首的人均碳排放则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０．３５ ｔ 减少到 ０．３２ ｔ，前者是后者的 ４２ 倍，且娄底、湘潭和岳阳从 ２００８ 年的高值区跨入到 ２０１３ 年的超高值区，
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差系数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０．９１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６。
２．２．３　 市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格局变化

碳排放强度是指生产万元 ＧＤＰ 所释放的碳排放量，是衡量经济结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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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人均碳排放空间格局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３

的重要指标，也可以理解为相对碳排放效率（与碳排放强度为负向特征）。 图 ４ 显示，湖南省碳排放强度在地

理空间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市域差异，但变化规律并不明显。 ２００８ 年，娄底的碳排放强度最大（６．４２ ｔ），其次是

岳阳（３．２８ ｔ）、湘潭（３．２８ ｔ）、郴州（２．３８ ｔ）、衡阳（１．８０ ｔ）、益阳（１．７０ ｔ）、株洲（１．４１ ｔ）、邵阳（０．９６ ｔ）、常德

（０．９５ ｔ）、长沙（０．８４ ｔ）、怀化（０．７３ ｔ）、永州（０．６３ ｔ）、吉首（０．４３ ｔ），张家界市的碳排放强度最小（０．４２ ｔ）。 其

中，娄底、岳阳、湘潭、郴州 ４ 市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在 ２．３８—６．４２ ｔ 之间，明显高于全省 １４ 地市碳排放强度的平

均值（１．７７ ｔ），属于湖南省超高强度区和高强度区；怀化、永州、吉首、张家界 ４ 市的碳排放强度处于 ０．４２—０．
８４ ｔ 之间，明显低于全省 １４ 地市的平均值，属湖南省低强度区；其它 ６ 市则为中强度区，碳排放强度基本与平

均值持平（图 ４）。 上述碳排放强度的这种空间格局与各市产业类型密切相关，２００８ 年属于超高强度区和高

强度区的娄底、岳阳、湘潭和郴州 ４ 市，其产业均以传统重工业为主（如湘潭市的冶金、有色、化工等高排放行

业占 ６３％，远高于全省 ３６％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石油化工、煤炭、钢铁、建材等高耗能产业，从而

导致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而处于低强度区的怀化、永州、吉首、张家界 ４ 市绝大多数都为旅游型城市，其经济

发展对耗能产业的依赖较小，使得该区域成为湖南省碳排放的低值区［３８］。 ２０１３ 年，各市域碳排放强度较

２００８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表 ３），除娄底仍属超高强度区外，岳阳已进入高强度区，低强度区的市域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个增加到 ７ 个（图 ４），表明作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湖南对低碳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表 ３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１０４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３

年份 Ｙｅａｒ 长沙 株洲 湘潭 衡阳 邵阳 岳阳 常德 张家界 益阳 郴州 永州 怀化 娄底 吉首

２００８ ０．８４ １．４１ ２．９９ １．８０ ０．９６ ３．２８ ０．９５ ０．４２ １．７０ ２．３８ ０．６３ ０．７３ ６．４２ ０．４３

２０１３ ０．４１ ０．７５ １．８８ １．２１ ０．９１ ２．２６ ０．６９ ０．２９ １．１５ １．７１ ０．４２ ０．６６ ５．４６ ０．２５

ＤＡ ／ ％ －５８．１１ －４６．８１ －３７．１２ －３２．７８ －５．２１ －３１．１０ －２７．３７ －３０．９５ －３２．３６ －２８．１５ －３３．３３ －９．５９ －１４．９５ －４１．８６
　 　 ＤＡ：降幅

２．３　 湖南市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根据湖南市域碳排放量的变化特征，作者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划分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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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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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利用式（３）对上述两个时段各市域的碳排放增量进行因素分解，设定 ΔＣＯ２ｔｏｔ的绝对值为 １，得到 ΔＣＯ２Ｆ、
ΔＣＯ２Ｔ、ΔＣＯ２Ｇ和 ΔＣＯ２Ｐ分解量的相对变化值如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碳排放增量因素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市域
Ｃ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ΔＣＯ２Ｆ ΔＣＯ２Ｔ ΔＣＯ２Ｇ ΔＣＯ２Ｐ ΔＣＯ２Ｆ ΔＣＯ２Ｔ ΔＣＯ２Ｇ ΔＣＯ２Ｐ

长沙 ０．３２２ －１３．０４９ ９．４６０ ４．２６６ －０．０８０ －２．０７９ １．０６９ ０．０９０

株洲 －１．７１９ －２９．６６２ ３０．９９９ １．３８２ －０．１０４ －２．３５９ １．３６９ ０．０９４

湘潭 －０．０２２ －０．９９７ ２．５１３ －０．４９４ ０．０４０ －２．４０５ １．２８７ ０．０７８

衡阳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１．０２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５ －１．５４３ ０．５１７ ０．０３１

邵阳 －０．０１７ －３．１３１ ２．６８４ －０．５３６ ０．００３ ０．７１７ ０．２６２ ０．０１８

岳阳 －０．０７８ －３．４３３ ２．４７４ ０．０３８ －０．３６３ －２．０５４ ３．２０２ ０．２１５

常德 －０．００５ ０．２８１ ０．９１６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８ －２．０７７ １．０２１ ０．０６４

张家界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５ １．４７７ －０．４１７ －０．００９ －２．０３９ ０．９５６ ０．０９２

益阳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４ １．１１１ －０．２６７ －０．００５ －１．８２６ ０．７７９ ０．０５３

郴州 －０．００３ －０．１７７ １．２８９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６ －９．６９９ ８．２４４ ０．５１１

永州 ０．０２５ －１．２３９ ３．１７９ －０．９６５ －０．３０２ －６．１７９ ４．８７２ ０．６０８

怀化 ０．０２９ －７．３６６ ７．８１８ －１．４８１ ０．００３ －１．７２７ ０．６７０ ０．０５３

娄底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６ １．４８４ －０．４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４９２ １．３８８ ０．０７３

吉首 ０．３７８ －７．０３１ ７．８５７ －２．２０４ ０．５１６ －３．７３１ １．９４３ ０．２７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１１ －６５．６９９ ７４．２８５ －１．４７６ －０．３４０ －３７．４９３ ２７．５７９ ２．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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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能源结构是碳排放的抑制因素之一。 表 ４ 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驱动具有一定

的波动性。 其中，长沙、衡阳、益阳、永州等市域的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由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的正向驱动

转变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负向驱动，湘潭、邵阳、娄底则由同期的负向驱动转变为正向驱动；而怀化、吉首两市

的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始终为正向作用，其它市域则始终为负向驱动。 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与各

市域高碳能源消耗（原煤、焦炭属于高碳能源，其碳排放系数远高于其它能源）占消耗能源总量的变动比例有

关；能源结构效应为正时，末年的高碳能源所占比例比基期年有所升高，反之则降低（表 ５）。 除邵阳、张家界、
郴州、永州与怀化外，其它市域均符合这一规律。 此外，从表 ４ 还可以看出，湖南各市域能源结构效应对减少

碳排放的作用不大，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两个时段的累计贡献仅分别为－１．１１１ 和－０．３４０，这可

能与湖南省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化石燃料为主（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原煤消费在能源消耗总量中的平均比重达 ６３．
７８％）、清洁能源和其它能源为辅有关［３９］。 因此，要更好地发挥能源结构效应，应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消

费，加快发展新能源。

表 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高碳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市域
Ｃ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Δ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Δ２

市域
Ｃ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Δ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Δ２

长沙 ０．８６２ ０．９０３ ０．０４１ ０．９１１ ０．８６５ －０．０４６ 张家界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６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２ －０．００５

株洲 ０．９１４ ０．８６６ －０．０４８ ０．８９５ ０．８５３ －０．０４２ 益阳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５ ０．００６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２ －０．００５

湘潭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３ －０．００３ ０．９８３ ０．９９２ ０．００９ 郴州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２ －０．００２

衡阳 ０．９５８ ０．９６９ ０．０１１ ０．９７２ ０．９５９ －０．０１３ 永州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９ －０．００１

邵阳 ０．９８３ ０．９８６ ０．００３ ０．９７６ ０．９９２ ０．０１６ 怀化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０ －０．００２

岳阳 ０．４０９ ０．３７６ －０．０３３ ０．３８９ ０．３０７ －０．０８２ 娄底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０００

常德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６ －０．００２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３ －０．００３ 吉首 ０．７０５ ０．７７４ ０．０６９ ０．７７６ ０．９０５ ０．１２９
　 　 Δ１是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０８ 年高碳能源占总能源消费比例的差；Δ２是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１ 年高碳能源占总能源消费比例的差

２．３．２　 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能源强度效应对湖南省多数市域碳排放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能

源强度对碳排放量变化的累计贡献值分别为－６５．６９９ 和－３７．４９３（表 ４），表明能源强度是影响能源消费碳排放

变化的重要因素。 由于衡阳、常德、益阳 ３ 市能源消费总量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衡阳 ６１２．５９×１０４ ｔ、常德

４２１．８０×１０４ ｔ、益阳 ３１３．４２×１０４ ｔ）较大，使得能源强度效应对三者碳排放累积增量的影响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表

现为正向，而其它市域则在整个研究期内均表现出持续的抑制作用（表 ４），这主要得益于同期湖南省加速推

进特色新型工业化以及节能技术改造使得工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进而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２４］。 综观

表 ４，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量变化抑制作用最强的是株洲，其次是长沙、郴州、怀化、吉首

和永州。 原因是长沙、株洲位于湖南省经济活力与经济实力最强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又是国家两型社

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加速推进了特色新型工业化进程和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大
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增速放缓甚至在 ２０１０ 年后有所下降，从而使碳排放增长明显减

缓；怀化、吉首和永州近年来确立了旅游强市的战略目标，经济发展对耗能产业的依赖较小，ＧＤＰ 增速远高于

化石能源消费增长速度；而郴州位于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沿线，经济较为发达，加上近年第三产业发展较快，
大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被关停，导致能源强度大幅下降，从而对碳排放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４０］。
２．３．３　 经济发展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经济发展效应对湖南各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增长表现出很强的正向驱动作用（表 ４），成为影响碳排

放量增加的最重要因素，其累计贡献值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分别为 ７４．２８５ 和 ２７．５７９。 从总体上

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省 ６ 年间 ＧＤＰ 实际增长 ８５．４３％，人均 ＧＤＰ 实际增长 ８７．０５％，各市域实际 ＧＤＰ 增长均

９　 ７ 期 　 　 　 刘贤赵　 等：湖南市域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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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５０．２９％以上。 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终端能源消费量的迅速增加，进而使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增长呈加

速态势；加上湖南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３．５％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７．０％），产业结构调整和能

源利用效率成效不显著，外延式和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对碳排

放在两个阶段都具有较大的正向效应［４１］。 从经济发展对各市域碳排放变化的驱动程度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长
沙、株洲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二者经济发展效应引起的碳排放贡献值达 ９．４６０ 和 ３０．９９９，
分别是常德的 １０．３ 倍和 ３３．８ 倍（表 ４），原因是长沙、株洲两市位于湖南省经济实力最强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

区域，依托湘江新区、两型社会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大平台积极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与建设，
对两市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强的推动作用。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多数市域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作用明

显减弱，这可能是受 ２０１１ 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全国 ＧＤＰ 增速分别为 １０．４％、７．８％、
７．７％）以及为实现经济“软着陆”而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影响［４２］，导致湖南经济发展放缓。 值得关注

的是，在此期间，岳阳、郴州、永州 ３ 市的经济发展驱动作用显著增强（表 ４），其原因是，岳阳属于环洞庭湖新

型城镇群区，在把洞庭湖区建设成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中发挥着桥头堡的作用，由此带动了该市经济

的快速增长；而郴州、永州是大湘南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中心城市，与珠三角、港澳台、北部湾和东南亚

的对接融合有利于郴州、永州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平台上发展经济，进而使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快速

增长［４３］。
２．３．４　 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较小，但作用方向并非始终为正（表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仅长沙、株
洲、岳阳 ３ 市人口规模对碳排放产生正向作用，其他市域则为负向作用，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增长贡献最大的是

长沙。 这与长沙市域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导致人口快速增加直接相关。 据统计，２０１０ 年长沙、株洲、岳阳

人口较 ２００８ 年分别增加了 ９．１％、１．２％和 ０．４％，长沙城市化率提高了近 ７．０％，而同期其它市域人口不增长。
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快速城市化一方面使长沙城镇规模急剧扩张，直接引起能源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改

变居民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间接促进能源消费量的增加，从而导致碳排放量上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尽管各市

域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均为正向效应，但对碳排放增加的贡献仍较小，全省累积贡献相对值仅为 ２．２５２，
这可能与此期间各市域人口年均增长率上升幅度较小（＜１％）有关。

３　 讨论与结论

目前关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和省域 ３ 个层面，从市域尺度探讨碳排放的相关

报道较少。 本文运用 ＩＰＣＣ 提供的参考方法和 ＬＭＤＩ 因素分解模型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湖南市域能

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其碳排放量的变动进行了因素分解。
（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随时间呈不同的变化趋势，基于增长速率和碳排放量变化的

差异可归纳成 ３ 种类型：高速增长型（岳阳、娄底）、中速下降型（怀化、吉首、邵阳）和先升后降型（湘潭、衡阳、
郴州、长沙、株洲、常德、益阳、张家界、永州）。 ６ 年间累积碳排放量居前 ３ 位的市域依次是娄底、岳阳和湘潭，
三者累积碳排放量占全省同期的 ４８．９２％；累积碳排放量较低的 ３ 个市域依次为吉首、张家界和怀化，其累积

碳排放量合计为 ３３５１．０×１０４ ｔ，仅占全省的 ２．５９％。 尽管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受同期人口、经济增长、技术进

步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据统

计，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省第二产业终端能源消费占全省的 ８５％以上，且工业能源消费在能源消耗总量中占绝

对地位。 如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水泥建材等不仅消耗能源最多，而且碳排放强度也最高（约为农业能源消费

的 ３４．９ 倍） ［２４］。 岳阳、娄底、湘潭 ３ 市之所以累积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均维持在较高水平，
与其第二产业多为高碳排放产业密不可分（湘潭高排放行业占 ６３％，远高于全省 ３６％的平均水平），而张家

界、吉首与怀化多为非高耗能、非高排放的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经济发展对耗能产业的依赖较小，因而碳排

放量较低。 这也从侧面说明湖南省碳减排的重点在高排放区，而不是低排放区。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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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湖南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 ２００８ 年，碳排放

量最高的是岳阳（３４９２．３×１０４ ｔ），其次是娄底（３３９０．０×１０４ ｔ）、湘潭（１９５９．６×１０４ ｔ）、郴州（１８４９．６×１０４ ｔ）、衡阳

（１８０４．３×１０４ ｔ）、长沙（１３１８．０×１０４ ｔ）、株洲（１１０４．８×１０４ ｔ）、益阳（９７０．６×１０４ ｔ）、常德（９６０．２×１０４ ｔ）、邵阳

（５３７．８×１０４ ｔ）、怀化（４６９．８×１０４ ｔ）、永州（３７２．６×１０４ ｔ）、吉首（９６．９×１０４ ｔ），张家界碳排放量最低（７６．９×１０４ ｔ）；
２０１３ 年除中型碳排放的市域数量不变外，轻型碳排放的市域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７ 个下降到 ５ 个，重型碳排放以上的

市域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４．３％上升到 ２６．６％，这可能与湖南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以及部分城

市因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而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度依赖消耗大量能源导致高碳排放有关。 因此，进一步削

减碳增量、控制碳总量将是湖南较长一段时间内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湖南市域人均碳排放也存在明显的区

域差异，在空间格局上表现出与市域碳排放量极为相似的特征，即碳排放量高的市域，人均碳排放量一般也较

高，如岳阳、娄底、湘潭 ３ 市既属于碳排放量（超）重型区，也属于人均碳排放量（超）高值区，这说明湖南当前

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其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市域碳排放

强度显著下降，属于低强度区的市域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 个，表明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对低碳

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差异性更加明显。 ２００８ 年，碳排放强度由大到小依次是娄

底（６．４２ ｔ）、岳阳（３．２８ ｔ）、湘潭（３．２８ ｔ）、郴州（２．３８ ｔ）、衡阳（１．８０ ｔ）、益阳（１．７０ ｔ）、株洲（１．４１ ｔ）、邵阳（０．９６
ｔ）、常德（０．９５ ｔ）、长沙（０．８４ ｔ）、怀化（０．７３ ｔ）、永州（０．６３ ｔ）、吉首（０．４３ ｔ）和张家界（０．４２ ｔ）。 碳排放强度空

间分布与市域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关联性，２００８ 年娄底、岳阳、湘潭、郴州 ４ 市之所以成为碳排放的（超）高强

度区，其原因在于它们的产业均以传统重工业为主，经济发展对于高耗能产业的依赖性较大，这也暗示该地区

是湖南省未来碳减排潜力最大的区域；而处于低强度区的怀化、永州、吉首、张家界 ４ 市绝大多数都属于旅游

型城市，经济发展对耗能产业的依赖较小，对于这类地区，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和做大做强第三产业是提高能

源消费碳排放效率的主要途径；其它 ６ 市（长沙、常德、株洲、衡阳、益阳和邵阳）则为中强度区，碳排放强度基

本与全省平均值持平，处于高强度向低强度的过渡区域。
（３）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是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综合作用的结

果。 其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起负向作用，但前者贡献很小，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两个时段累计贡献值仅为－１．１１１ 和－０．３４０，碳排放量的下降主要是由能源强度效应引起的；经济发展

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正向决定因素，其累积贡献值在上述两个时段分别为 ７４．２８５ 和 ２７．５７９，而人口规模效应

对碳排放增加的驱动较小，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其累积贡献值仅为 ２．２５２。 上述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拉动湖南省

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下降则是抑制碳排放的主要推动力量，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

间的矛盾是湖南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关键所在。 此外，以高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成效不显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湖南省原煤消费在能源消耗总量中的平均比重达 ６３．７８％），没能对降低碳排放产生明显的促

进作用，同时，湖南省通过调整高碳型产业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来减少碳排放的空间还较大。
基于以上结论，湖南省在碳减排时建议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优化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功能定位，从战略层

面促进湖南“四大区域”协调发展；二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与提高能效并重，减少对传统

化石能源的消费；三是严控化工、冶炼、建材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的盲目发展，积极促进旅游产业、新型服务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快速发展，以便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效应在碳减排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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